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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儿童诗歌中的教育观嬗变研究

黄娇娇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省南昌市，330013；2112064766@qq.com）

摘　要：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人。晚清大臣、外交家、爱国诗人。他主张“我手写我
口”，其诗歌突破传统束缚，以轮船、火车、电报等新意境、新事物入诗，语言通俗而富有变革精神。在儿
童诗歌领域，他创作的《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作品开近代儿童诗之先河，语言清新活
泼，内容贴近儿童生活，强调快乐学习与爱国启蒙，深刻影响了后世儿童文学的观念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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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877至1894年间，黄遵宪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海外外交生涯使其成为在跨文化实践中
重构教育观的典范。他创作的儿童诗歌（如《日本杂事诗》教育篇目、《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
歌》），呈现了其启蒙理念在空间迁移中的演进轨迹。创作期恰逢甲午战争前夕，彼时中国教育深陷传统科
举制度僵化与新式教育萌芽的胶着状态，呈现出明显的“新旧并存”局面，既有传统体系的延续，也有洋务
运动推动下的局部革新，但整体仍受制于封建体制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因此，仅依托国内背景审视其教
育观难免偏狭。这一阶段的儿童诗歌创作，不仅是黄遵宪教育思想的实践性文本，还是其在异质文化场域中
检验、探索并重构教育理念的途径。

现有黄遵宪诗歌研究多集中于《人境庐诗草》整体或其政治诗，对其外交时期创作的儿童诗歌及蕴含的
儿童教育观关注鲜少。虽有学者论及其教育思想，但将其与海外空间经验进行关联性的考察几近空白。研究
首次系统探讨海外空间迁移与黄遵宪儿童诗歌创作及其教育观嬗变的深层关联。具体而言：一方面，剖析了
地理空间的转换对其儿童诗歌形式特征与主题内容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考察了其日、美、英、新四国外
交生涯中，所接触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其教育观念的重构过程；最后，揭示了其儿童诗歌如何作为独特的
启蒙教育空间，呈现其变革性理念。

1. 地理空间烙印下的文本重构

异域文化交错的空间呈现出特定的历史面貌，它只是提供了文化融合客观上的可能性，而在如何弥合本
土与异域之间空间想象的冲突时，主体空间展现出更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1]。地理空间的位移不仅是黄遵宪
教育思想的转折点，更是其儿童诗歌文本形态的直接塑造者。研究从形式与内容双重维度，揭示文化场域如
何催生诗歌文本嬗变。

1.1. 形式嬗变
1.1.1. 从古典雅言到启蒙白话

黄遵宪同治十二年中举，作为科举体系培育的精英，他对近体诗平仄、对仗、押韵的掌握已成本能。其
早期儿童诗如《日本杂事诗》，仍采用七言绝句体，如“化书奇器问新编，航海遥寻鬼谷贤”，体现传统诗
学训练对形式的深层规训。诗歌形式的革新是黄遵宪儿童教育观转型的语言载体，其嬗变轨迹与空间迁移深
度绑定，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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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黄遵宪儿童诗歌形式演进

空间阶
段

代表诗歌 形式特征 地理影响机制

日本时
期

（1877-
1882）

《日本杂
事诗》

改良式传统体：1.沿用竹枝词七绝体式2.注
入新词汇（体操、学堂）3.保留典雅韵律

（例：“捧书长跪藉红毹”）

近距离观察的调和性：1.明治教育场景（体操课、
集体朗读）需新词汇承载；

2.汉字文化圈的同源性使诗人选择“旧瓶装新酒”
，平衡启蒙诉求与文化惯性

英美时
期

（1882-
1894）

《幼稚园
上学歌》
（1890，
伦敦）

革命性白话体：1.三言杂言自由句式（例：
“春风来，花满枝”）2.口语化表达（“阿
爷”“阿娘”）3.复沓节奏（“听！听！
听！”）4.拟声词运用（“丁丁当”）

跨文化距离的解放性：1.远离汉字文化圈弱化“雅
言”权威；2.英语儿歌的韵律启发（如《鹅妈妈童
谣》）；3.伦敦多元语言场域催生“语言工具论”
认知——白话是启蒙童蒙的空间适配性策略

黄遵宪儿童诗歌形式的演进，深刻映射了其空间迁移的地理轨迹。从东京到伦敦，物理距离的拉远伴随
着文化同源性的显著递减：东京尚存汉字文化圈的亲缘性束缚，而伦敦则代表着全然异质的西方文明。这种
精神场域的疏离感，反而成为其挣脱传统诗歌形式枷锁的契机——文化距离越远，来自母体传统的束缚力越
弱。诗歌形式因而发生适应性蜕变：严整的汉诗格律逐步让位于句式自由、韵律明快的白话儿歌体。这种形
式革新并非单纯的美学选择，实则是黄遵宪在跨文化语境中探索出的空间解决方案：以贴近儿童语言习惯与
认知水平的白话儿歌为载体，在其构建的诗歌教育空间中，更有效地传递启蒙理念，实现异质教育思想的本
土化落地。地理的迁移，最终催化了形式的解放，而解放的形式精准服务于儿童认知空间的开拓。

1.1.2. 从“新乐府”到“杂歌谣”

为涵纳新风格、新意境且可歌的韵文文体，使其适应教科书编纂之需，黄遵宪提出以“杂歌谣”取代“
新乐府”的文体革新 [2]。其杂歌谣创作实践实则发端更早，从汲取客家山歌风格的《山歌》，至后期发表于
《新民丛报》《小说月报》的《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出军歌》等作品，清晰地映射出黄
遵宪践行言文合一 [3]，启蒙教育普及以及军国民精神塑造的持续探索。

歌谣属于广义的诗，以歌咏的形式强调教化和抒情功能，同时达到真实、自然的审美特征 [4]。黄遵宪提
出儿童教育应寓教于乐，他在客家方言基础上做了改良，结合日本和欧美幼学中唱歌、游戏等形式，创作了
《幼稚园上学歌》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如《幼稚园上学歌》：“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
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儿口脱娘乳，牙牙教学语。儿眼照娘面，娘
又教字母。黑者龙，白者虎，红者羊，黄者鼠。一一图，一一谱，某某某某儿能教。去上学，上学去 [5]。”
《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来来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种族？芒砀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虬髯碧眼独
横行，虎视眈眈欲逐逐。於戏我小生，全球半黄人，以何保面目？ [6]”

通过方言改良与跨文化借鉴，将歌谣转化为具有现代教育功能的启蒙工具。“儿口脱娘乳，牙牙教学语
”等内容以母子日常互动为场景，通过“龙虎羊鼠”的具象化认知符号，实现了歌谣教化与抒情功能——在
温馨的亲情叙事中自然嵌入识字教育，践行“寓教于乐”理念。

1.2. 内容嬗变
1.2.1. 本土场域：科举规训对教育变革的滞碍（1877年前）

黄遵宪教育观的初始形态深植于晚清广东的科举文化土壤。其早年教育经历被经义取士制度严密规训，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知识体系的封闭性——嘉应州学宫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教材，强调章句训诂而非
实践认知，塑造出“天下观即华夏中心”的僵化宇宙观；教育目标的单一化——在“学而优则仕”导向下，
教学聚焦八股制艺，如《人境庐诗草》自述“终日咿唔答策问”，压抑科学探索与公民意识培育。尽管同光
年间洋务运动推动新式学堂兴起（如福州船政学堂），但直至1877年黄遵宪出使前，这类尝试仍受三重制
约：其一是“中体西用”框架的束缚；其二是保守势力抵制；其三是科举核心地位未被触动。这种旧制度对
新因子的压制，使本土教育深陷困局而未能突破。

1.2.2. 海外场域：空间经验与黄遵宪教育观的重塑（1877年后）

黄遵宪的海外经历构成了其教育思想演变的关键场域。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以实证与实用为核心的教育
空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地理课堂的世界地图、理科教室的显微镜，共同营造了一个基于观察与实践的知
识传授环境，直接冲击了其传统经史子集的教育背景。这反映在《日本杂事诗》中，如“剖破混沌天，行人
如蚁蚁”[7]描绘地球仪教学颠覆“天圆地方”观念，展现相互连接的现代世界格局；而小学的体操与军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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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则促使其在诗句“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中强调尚武精神，主张教育服务于国家竞争。东京
师范学校的“实验-观察”教学法挑战了典籍研读传统。黄遵宪将地图、显微镜、操练等场景转化为诗歌意
象，不仅记录日本实践，更通过诗歌表达知识传授与国家实力的关联，使日本成为其思考如何通过新式教育
培养国民以振兴国家的重要参照。

继而，美国空间呈现的矛盾性深刻重构了黄遵宪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旧金山公立学校系统传授公民权
利，而同一城市的唐人街却遍布排华标语。这种并置促使他在诗歌中重新思考公民意识。《小学校学生相和
歌》中“百人奋臂一人呼，千人鼓舞万人和”强调集体协作与公共参与的群育价值 [6]；面对排华运动对华人
尊严的系统性剥夺，《逐客篇》以“岂谓人异类？不如犬与鸡！”直斥种族歧视，隐含对平等教育权利的强
烈诉求。排华法案的实施使他清晰认识到教育缺失导致族群权利丧失的逻辑，推动其诗歌创作转向强调培养
具有权利意识与批判能力的公民，这一教育观的转变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并非简单西化。

而英国与新加坡的殖民空间则提供了塑造“新民人格”的帝国镜像。伦敦大英博物馆系统性的科技展
陈，向黄遵宪展示了西方科学分类的知识组织模式，直接影响其《幼稚园上学歌》的文本构建：“天上星，
参又商；地中水，海又江”将天文地理知识符号化；“狗能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则将生物学原理转
化为儿童常识 [5]。在新加坡多民族共存的殖民地环境中，他观察到文化互动的复杂性，诗歌发展出兼容性的
情感表达，“儿愿卖饼卖浆，不离本乡”在申明本土文化认同的同时，并不排斥接纳世界知识 [2]。针对英国
殖民统治依赖科技与军事优势的现实，黄遵宪的诗歌隐含“国民素质提升是国家实力基础”的教育主张；而
新加坡的族群共处经验，则推动其提出适应多民族社会的教育方案——培养既扎根本土文化又具备国际视野
的国民，以此应对殖民地的文化张力。

因此，海外场域——日本的实学空间、美国的民主冲突、英新的帝国镜像——共同构成了黄遵宪观察、
反思和重构其教育理念的关键空间。这些经验促使他从国家意识启蒙、公民权利诉求、国民素质塑造等多维
度，深入思考如何通过新式教育培养适应近代世界竞争、捍卫自身权利。

2. 空间张力下的启蒙范式转型

黄遵宪海外时期的教育观绝非线性移植西方理念，而是在地理空间驱动、文化场域博弈、文本实践创新
三重互动中形成的重构体系，其嬗变特质体现为以下辩证统一。

2.1. 空间驱动型重构
地理迁移直接决定了教育观嬗变的阶段性目标转变，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空间场域的教育观嬗变

空间场域 教育目标转型 内容重心嬗变 空间动力机制

本土场域
士绅（科举精
英）

经学伦理（四书五经） 宗族祠堂的伦理规训空间

日本场域
国民（国家基
石）

实学技能（地理/兵操） 明治学堂的效能示范空间：解构“科举无用论”

美国场域
公民（权利主
体）

民主意识（群育/平等） 排华街区的屈辱刺激空间：唤醒尊严教育

英国和新加坡场
域

新民（健全人
格）

人格全面发展（知识+情感+品
格）

帝国殖民的霸权压迫空间+多元族群空间：熔铸兼
容性认同

黄遵宪教育观嬗变的本质，在于空间位移持续重置其教育参照系。这种重构呈现双重演进路径：教育目
标的共同体转向——从科举制维系培育服务家族的士绅的血缘共同体，转向明治日本倡导的塑造忠诚国家的
国民政治共同体，再进阶至美国经验催生的培育具有平等意识的民主公民的权利共同体，最终在英新殖民语
境中凝练为培养兼具本土根性与世界视野的新民的文化共同体；教育内容的理性化跃升——知识体系从传统
儒家伦理规训的价值灌输，经日本场域实学技能训练转化为工具理性，在美国民主冲突中升维至权利意识启
蒙的政治理性，最终抵达统合科学认知、公民精神与文化认同的整全人格教育的主体性重建。每一次的空间
迁移，都为其儿童观的嬗变提供了新的动力。

2.2. 文化场域的辩证吸收
黄遵宪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始终贯穿着警惕性扬弃，形成“借鉴-批判-重构”的辩证链条 [8]。在日本场

域，他全盘肯定国民教育制度，他在《日本国志》称“学校之法，最善美”[2]，但通过诗歌创作剥离军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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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元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刻意将“尚武”与“爱国”解绑，如“欲争齐楚连横势”强调战略智慧而非
愚忠，最终将国家意识锚定于民智民力，建构“国民”而非“皇民”的教育观。在美国场域，他吸纳公立教
育普及理念，《逐客篇》隐含教育平等权诉求，却以《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中“百人奋臂一人呼”的群育意
象批判种族等级制，进而提出“有尊严的公民”概念，如《与梁启超书》主张“教华童以合群自强”，使平
等诉求从制度批判转向主体建构。这种辩证性的内核在于：空间迁移带来的并非文化替换，而是通过场域压
力筛选与本土价值调适，实现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2.3. 诗歌作为教育空间本身
黄遵宪的儿童诗歌通过文本空间建构策略，在晚清实体教育缺失的语境中实现启蒙功能。《幼稚园上学

歌》以游戏化场景叙事，如“排排坐，吃果果”模拟课堂；知识图谱蒙太奇，如星、海、狗、鸡等科学意象
拼贴与时空压缩意象“伦敦雾-新加坡阳”并置，分别达成快乐启蒙、常识转化与全球化认知，使诗歌成为幼
稚园的替代性教育空间；《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则通过“你来唱，我来和”强化协作，“奋臂”“鼓舞”激
发身体参与，以培育集体意识的培养，弥补公共教育空间不足。二者共同证明诗歌能主动建构承担教育功能
的意义空间。

3. 地理空间与教育观的诗性互构

3.1. 地理迁移触发认知框架重构
段义孚的空间理论指出，当个体从情感依附的地方性场域（如黄遵宪所处的岭南宗族空间）进入陌生的

异质空间（如东京现代教育环境），文化差异将导致原有认知框架重构。黄遵宪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机
制：其传统教育认知在两种空间实践的冲突中被解构——宗族祠堂内个体诵经模式与师范学校集体体操实践
的组织形式对立，科举功名导向与学校能力认证体系的评价标准颠覆。这种位移效应显影于《日本杂事诗》
的文本策略：诗句“捧书长跪藉红毹”聚焦学生群像，刻意省略传统私塾“戒尺”等规训符号，表明对集体
教育价值的认同。空间位移由此推动黄遵宪确立教育转型的核心命题：空间组织形式的革新是教育效能提升
的关键变量，这直接促成其将群育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构。该案例证明，物理空间的切换构成传统教育
范式转型的初始动力。

3.2. 异域空间施加压力
公立学校男女同堂的实践打破“女子无才”传统偏见，推动教育对象向性别平等化调整；唐人街童工失

学现象揭示民智落后与民族歧视的关联性，强化教育普及紧迫性认知；排华标语的制度性排斥证实权利保障
需实力支撑，催生公民尊严教育必要性。这些压力在《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中获得文本回应：“百人奋臂一
人呼”的群体协作意象，构成对个体权利剥夺的象征性补偿。场域压力由此直接推动其教育观从国家工具论
向公民权利论的根本转向。

3.3. 诗歌作为教育观的转化媒介
黄遵宪在《幼稚园上学歌》中实践了这一机制：将伦敦气候经验转化为“雾”的气象认知符号，实现自

然科学知识传授；将新加坡日照特征转化为“阳”的地理标识，完成地域特征认知；将大本钟声转化为拟声
词“丁丁当”，服务于听觉辨识训练。该文本通过三重革新实现知识再生产：首先剥离殖民空间的压迫属性
（如伦敦的帝国象征），保留纯粹认知要素；其次将自然现象转化为可教学的知识单元；最终重组异域素材
服务于本土启蒙需求。这证明诗歌并非被动记录工具，而是主动建构教育知识的转化装置。

4. 从诗歌文本到教育实践的时空辐射

4.1. 教育史维度：制度重构与教材范式革命
黄遵宪的诗歌文本直接推动了近代教育制度与教材范式的双重革新。1904年《癸卯学制》首次设立的“

乐歌课”（《奏定学堂章程》明令“初等小学堂需设乐歌课，以谐性情、养德行”，其”歌辞浅显“的白话
韵律要求，如“春风来，花满枝”式口语化表达，直接承袭《幼稚园上学歌》的游戏化模式；而“学生同声
歌唱”的集体仪式设计，实为日本群育空间实践与黄诗复沓节奏的跨文化融合。在教材层面，商务印书馆
《最新国文教科书》（1904）系统性移植黄遵宪的空间启蒙逻辑——将“星、海、狗、鸡”自然意象转化为
《天地日月》课的知识；仿照“卖饼卖浆不离本乡”创作《爱乡》课本土叙事；延续“丁丁当”声景教学法
设计《击鼓》拟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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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学史维度：文体开创与空间书写传统
黄遵宪的儿童诗歌在文学史维度实现了双重范式奠基：其一为现代儿童诗学开创，胡适《文学改良刍

议》（1917）指出其《上学歌》“我手写我口”的白话实践预示新诗运动 [9]，核心突破在于以“排排坐，吃
果果”的儿童本位语言取代传统蒙学诗的伦理训诫，并通过复沓节奏“听！听！听！”与拟声词“丁丁当”
建立游戏化诗学，直接启导黎锦晖《麻雀与小孩》等创作；其二为教育空间书写传统确立，梁启超《爱国
歌》（1903）承袭其空间诗学三维结构——将“昆仑山脉”符号化为国族象征（地理意象教材化）、以“地
球四大古国”定位文明空间，如知识图谱蒙太奇、用“诸君发愿”召唤群体行动，即群育指令仪式化，这被
高旭《爱祖国歌》、秋瑾《勉女权歌》延续。

5. 结语

研究首次系统地将黄遵宪儿童诗歌创作及其教育观嬗变置于其海外空间迁移的地理框架中进行考察。这
不仅深化了对黄遵宪个体思想历程的理解，更从方法论上为文学地理学，特别是教育思想史与文学空间的互
动研究，提供了基于地理轨迹分析的实践案例。它启示我们，晚清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其空间维度，尤
其是异域空间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具有跨文化流动经历的近代知识分
子，或深入探讨黄遵宪诗歌所构建的“启蒙教育空间”如何具体影响晚清民初实体教育空间的塑造，以更全
面地绘制中国教育现代转型的“文学地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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